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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9—2013年我国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组观测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表现以及创新程度方面的差异，再通过一个非平衡面板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显著优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但其研发创新投入却不如民营上市公司；（2）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这种正向影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得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识别研发投入中高社会效益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提升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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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9-2013 of 493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e us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of R&D intensity, and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to examin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tween SOEs and NSOEs. Then we use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tens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on this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turns out that: (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OEs is better than NSOEs, while SOEs are worse in R&D input; (2) R&D intensit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CSR; (3) the effect of NSO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SOE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enterprises (especially private enterprise) can improve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recognizing the innovation with high social benefits in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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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下商业竞争愈演愈烈，企业单纯的商业利益驱使已经不能满足投资者们的需求，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日益成为中大众关注的焦点。为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了相关文件，要求上市公司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披露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种披露制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上市公司也积极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09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监督和反映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不断地改善，企业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审视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均值低于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还达不到起步水平，而且高水平的社会责任型公司数量明显少于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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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作为企业活力的源泉和企业价值的驱动器，是企业关注的另一重要领域。我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站在企业的角度上看，企业自身有研发创新的需求，可以通过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或产品创新来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表现。例如，公司研发出的新技术提高了材料利用率和产品质量，不但使公司产品价格低于竞争对手，而且提升了消费者的产品体验，获得社会的一致肯定，因此企业可以利用研发投入产生的创新来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

本文研究焦点如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研发投入是否对其社会责任有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将对不同类型企业在社会责任表现上存在的差异给出解释，以期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指导和指明方向。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社会责任与研发投入

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聚集在CSR对财务表现的作用关系讨论，学术界形成了积极、消极和中立这3种不同的观点。例如：Posnikoff[1]采用事件研究法报告了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类似的，Waddock等[2]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即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的指数与下一年的财务表现指标（例如企业资产收益率，即Return on Assets，ROA）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McGuire等[3]指出与后来的财务表现相比，CSP更与先前的财务表现相关。相反的，Wright等[4]指出CSR与财务表现负相关，甚至Aupperle[5]、Teoh等[6]指出两者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莫衷一是的研究结果，McWilliams等[7]则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有缺陷的经验分析造成的，特别是当模型中遗漏了相关变量时，会导致某些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会向上偏出。他们以Waddock等[2]的模型为例，论证了R&D对于公司财务表现的重要影响，并且R&D与CSR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原来的模型遗漏了相关变量R&D，而当模型被正确设定时，CSR对于公司财务表现并不产生影响。

随后McWilliams 等[8-9]又站在一个公司理论视角将CSR看成一种公司的投资行为，而实现这种投资的机制是通过CSR使公司的产品具有CSR属性，通过这种产品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企业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从而使产品具有差异化；而企业的R&D投入会使得CSR相关产品和工艺产生创新，进而提升CSR属性的产品的质量、差异化程度，帮助公司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因此，他们假设R&D投入多的企业也会有多的CSR行为。

Hull等[10]在McWilliams 等[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在创新程度以及所处行业差异化水平不同的企业的CSR对于公司财务表现的影响作用，认为创新是企业除了CSR以外实现自身差异化的另外一种途径，创新程度较高的企业一般会拥有较高的CSR；并通过逐步回归模型，发现CSR与创新、行业差异化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创新和行业差异化程度会降低CSR对于财务表现的影响。但相反的，国内学者朱乃平等[11]通过一个2阶段的投资决策模型则发现，技术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2010年，Robert等[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资源基础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为基础，认为公司通过生产具有CSR属性的产品来使得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从而达到一种差异化战略，进而使得CSR成为企业的一种竞争性优势资源。R&D会使得CSR相关产品、工艺流程产生创新，进而说明R&D有助于企业生产更好的CSR属性的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从而为公司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他们通过面板数据证实了R&D对于CSR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在制造业行业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2012年，Robert等[13] 将R&D产生的创新划分为高社会效益创新和非（低）社会效益创新，认为高社会效益创新能够给社会带来高社会效益，从而公司可以通过自身产品、外界媒体、股票市场信息等信号提升公司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从而被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所感知，进而对公司的声誉有正向影响，为公司带来一种竞争性优势；而非（低）社会效益创新没有产生社会效益（或者较低），外界对公司所传出的信号反应微弱，这对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影响较小，因此这种创新无法被公司利益相关者所感知，因此对公司声誉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设想中国上市公司的R&D投入对CSR也会有相同的结论，因此提出假设：
H1：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正向影响其社会责任表现。

2.2  所有制与研发创新

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运行模式、经营管理与监督管理不尽相同，企业在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效率上面有显著的差别。池仁勇等[14]认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倾向性不同，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最不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倾向性最低。戴西超等[15]认为国有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两难之处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不确定的技术创新选择始终对应不起来，而私有制企业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私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于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并以江苏省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发现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均大于国有企业。金祥荣等[16]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资金和人员实力强大，比较容易进行大型的科研开发和从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也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国有企业理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固有的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清、激励监督机制缺失也造成其创新动力的缺乏。

刘小玄[17]从全国第3次工业普查数据中选择了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为样本，对不同所有制结构下的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显示：私营个体企业的创新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李博等[18]发现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低。吴延兵[19]通过构建一个创新投入模型、创新函数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组成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创新表现，发现民营企业在创新投入和专利创新效率上面处于领先地位，外资企业在新产品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面拥有显著优势，而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缺乏竞争力。孙晓华等[20]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发现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综合效率高于内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投入冗余。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提出假设：
H2：中国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创新效率高于国有企业。

2.3  所有制与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导致其目标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黄速建等[21]认为,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客观期望，由国有企业性质决定，具体体现为国有企业的非经济目标和经济目标；而且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是要着眼于非经济目标的实现, 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Shan Xu等[22]指出国有企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两种性质导致国有企业变成特殊的组织，具有经济和非经济目标。沈志渔等[23]提到国有企业的国有本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本身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经济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关注其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来体现。沈洪涛等[24]基于2003—2006年沪深两市石化塑胶业的A股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控股股东在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方面较为积极，尤其以国家股东最为明显，认为从合规性管理的角度来看，国有股东更为关注公司中长期的经营发展，会在利润目标之外更多考虑社会的利益。

另一方面，国企与民企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政府干预程度也有所差异。杨熠等[25]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原因是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更高的期望。崔秀梅等[26]通过沪市上市公司2003—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认为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政府有能力向国有企业施压，其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比非国有企业大，并认为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可能影响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方式。Bai等[27]认为作为国有企业最大的股东，政府要求达到非经济目标来获得社会稳定性，例如实现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稳定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护环境和提升就业率，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CSR。

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具有更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郭洪涛[28]认为民营企业由其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权性质决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并不积极。徐尚昆[29]对我国12个省1 268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实地调研=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在公益慈善、顾客价值和权益维护、经济责任、环境保护方面均有较好表现。

基于以上研究回顾，本文提出假设：
H3：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高于民营企业。

2.4  不同所有制的R&D对CSR作用差异

从研发投入的创新效率上看，如果民营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创新效率高于国有企业，那么，在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的R&D投入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将会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其R&D投入可能会对其CSR影响更大。

另一方面，综上研究观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总体优于民营企业。穆霖[30]认为国有企业主要的CSR表现体现在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投资、重视员工和消费者的权益方面。例如：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尽力缓解就业压力；整合各方资源，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参与慈善捐赠和社会服务建设；改善公共关系，提高企业的诚信度等。但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中，与研发相关性较小的社会责任行为较多，这是因为国企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期望以及国家与政府的压力，其CSR行为较多的是出于政策性的需要、社会需要去做社会资源整合、公益建设和福利事业，而这些行为通常和企业的R&D较少有直接关联。这就使得国企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多的是受到非R&D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国企的R&D对其CSR影响较小。

相反，民营企业较少受到政府干预，社会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没有像国有企业那么高，民营企业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少，而从产品服务的R&D方面加强自身竞争力的意识比国有企业要强。例如，民营企业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企业自身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来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而较少通过社会福利事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来提升公司的声誉或者知名度，因为通过R&D来提升其财务表现，会比CSR要有效得多。

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假设：
H4：相对国有企业来讲，中国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的R&D投入对CSR的影响更为显著。

通过比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研发投入、研发创新效率以及企业本身社会责任的构成情况（如图1）来分析不同所有制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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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R&D投入与CSR之间的作用关系
3  实证研究模型与变量

3.1  模型设计

在实证模型上，我们参考了Robert等[12]的研究范式，设计模型如下：

CSRit=α0+β1R&Dit-1+β2ROAit-1+β3Salesit-1+β4Employeeit-1+β5Riskit-1+ni+uit                                (1)
其中CSR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数据，考虑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于各项因素可能会有时间上的滞后效应，将各自变量数据提前1年，也就是t-1年。

由于Robert等[12]的研究表明，公司所处的行业类型（即INDUSTRY，IND）可能会影响R&D对于CSR的作用，我们将公司所处行业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如果企业是制造业行业，则IND=1，否则为0。因此本文将利用模型（2）进行研究。

CSRit=α0+β1R&Dit-1+β2ROAit-1+β3Salesit-1+β4Employeeit-1+β5Riskit-1+β6IND+ni+uit                (2)
3.2  变量的代理变量

对于CSR的代理变量，国外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较为一致。许多学者[7,10,12-13]利用KLD数据库构建了一个CSR衡量指标，其范式较为一致。

鉴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设计差异悬殊，国内学者在CSR的衡量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指标计量法在我国学者的运用很普遍，主要通过单指标或者多指标来衡量社会责任，包括会计和非会计指标、公认的和自行建立的指标，但该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指标设计是否合理，而且构建的多个指标是否能代表社会责任整体也让人质疑。另一替代方法是声誉指数法，它是权威机构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计算出来的的社会责任指数，例如上证社会责任指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润灵环球CSR报告的MTC综合指数（MTC综合指数从Macrocosm-整体性、Content-内容性、Technique-技术性三个零级指标出发，分别设立一级、二级指标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等等。声誉指数法是权威机构集中专家力量发展出来的，相对而言比其他计量方法更科学客观。

本文所选用的CSR代理变量是润灵环球CSR报告MTC综合指数。选取该指标的理由是：该指数是由具有多年CSR报告评级经验的机构以中立的态度去评价企业的CSR报告，通过各方数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模型所评价出的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李姝等[31]、冯照桢等[32]的研究也基于该指数。我们参考了前人的研究[7,33]，利用R&D支出除以总销售额来作为模型中R&D的代理变量。

由于很多学者[34-35]已经揭示了公司规模和CSR之间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所以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是有必要的。公司的规模可以利用营业收入、员工数量来衡量，并将原始数据取对数再进行回归。

资产收益率和企业风险分别用企业的ROA和总资产负债率来作为代理变量。而行业分类则按照证监会的最新制造业标准进行划分。ni和uit分别是公司的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4  数据与样本

我们通过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机构发布的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评级指数。研发投入指的是各上市公司年报中研发费用金额，其他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聚源数据库取得。我们参考冯照桢等[32] 、沈洪涛等[24]、崔秀梅等[26]的研究，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过数据整理，除去一些控制权较难区分的、回归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和年份数据，最终采集到我国2009—2013年共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个观测数据，其中，国有企业277家，包含174家制造业企业和103家非制造业企业，共651个观测数据；民营企业216家，包含152家制造业企业和64家非制造业企业，共481个观测数据。本文用于研究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分别如表1、表2所示。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样本均值
	标准差
	样本均值
	标准差
	样本均值
	标准差

	CSR
	35.23
	11.54
	36.68
	12.49
	33.27
	9.78

	R&D/%
	2.63
	3.67
	1.90
	2.95
	3.62
	4.27

	ROA/%
	1.84
	2.51
	1.50
	2.86
	2.30
	1.86

	Sales
	22.09
	1.65
	22.69
	1.61
	21.28
	1.32

	Employee
	8.31
	1.36
	8.67
	1.37
	7.83
	1.18

	Risk/%
	45.36
	20.17
	51.49
	18.55
	37.06
	19.31

	公司数量/家
	493
	277
	216

	制造业企业数量/家
	326
	174
	152

	观测数量/家
	1132
	651
	481


	表2  全样本数据的相关性矩阵

	相关系数
	CSR
	R&D
	ROA
	Sales
	Employee
	Risk

	CSR
	1
	
	
	
	
	

	R&D
	-0.008
	1
	
	
	
	

	ROA
	-0.084***
	0.110***
	1
	
	
	

	Sales
	0.0398***
	-0.353***
	-0.139***
	1
	
	

	Employee
	-0.362***
	-0.239***
	-0.142***
	0.834***
	1
	

	Risk
	0.127***
	-0.363***
	-0.180***
	0.588***
	0.447***
	1

	注：***表示系数在p<0.01条件下显著，**表示在p<0.05条件下显著，*表示在p<0.1条件下显著。下同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CSR均值高于民营企业，而其R&D投入水平和ROA却不如民营企业，说明国有企业的创新程度、经营效率可能低于民营企业。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CSR与R&D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CSR对于公司规模（营业收入和员工数量）以及公司风险有正向的相关性。而R&D对于员工数量和风险有负相关关系。

5  实证研究结果
5.1  研发效率与T检验的结果
为了衡量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我们参考李博等[18]、孙晓华等[20]的研究，以研发费用和科研人员数量作为创新投入，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产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中的CCR模型计算各个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值。我们从以上的493家样本公司中剔除数据未披露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了 2009—2012年共148家工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其研发效率计算结果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国企与民企的研发效率

	研发效率
	观测数量/个
	公司数量/家
	效率均值
	标准误差

	国企研发效率
	336
	84
	0.126 5
	0.024 49

	民企研发效率
	256
	64
	0.128 0
	0.002 301


利用以上所计算出来的研发效率值，以及我们原始采集到的493家公司的CSR指数和研发投入数据，我们利用T检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和创新程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变量差值
	T值
	df
	Sig
	Mean Difference
	Std. Error Difference

	CSR国企 –CSR民企
	5.150
	1126
	0.000
	3.410 44
	0.662 19

	R&D国企 –R&D民企
	-7.519
	804
	0.000
	-1.720 38
	0.226 64

	R&D效率国企 –R&D效率民企
	-0.045
	145
	0.964
	-0.001 55
	0.034 60


由表4可知，民营企业在R&D投入水平上面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在研发效率上，国企与民企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区别，因此H2并不完全成立；而在社会责任表现水平上，国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这证实了H3。
5.2  回归结果

我们将采集到的49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为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3个组别进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用于验证H1，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回归结果用于验证H4。

当我们控制了模型的ROA、Sales、Employee和Risk等控制变量之后，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并观察R&D对于CSR的影响作用。我们利用OLS和稳健性标准差来解决模型受到自相关和异方差干扰的问题，这使得我们得到的
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系数的置信区间和系数的显著性更为准确，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全样本CSR
	国有企业CSR
	民营企业CSR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R&D
	0.587 3***
	0.116 7
	0.649 1**
	0.254 8
	0.546 2***
	0.133 2

	ROA
	-0.269 3
	0.200 4
	-0.409 2
	0.370 8
	-0.197 3
	0.229 1

	Sales
	7.718 9***
	0.795 2
	8.167 7***
	1.102 0
	6.899 2***
	0.931 9

	Employee
	0.363 4
	0.347 4
	0.233 7
	0.464 4
	0.600 09
	0.479 6

	Risk
	-0.020 3
	0.039 7
	0.000 98
	0.063 8
	-0.044 2
	0.042 4

	_cons
	-138.425 0***
	17.111 8
	-151.315 6***
	24.304 5
	-188.140***
	19.838 5

	组内R2
	0.207 8
	
	0.199 7
	
	0.232 7
	

	σ_u
	12.471 4
	
	13.237 1
	
	10.461 6
	

	σ_e
	4.866 9
	
	5.312 9
	
	4.192 2
	

	F值(Prob>值)
	32.18***
	
	18.52***
	
	17.83***
	

	corr(u_i, Xb)
	-0.609 9
	
	-0.591 9
	
	-0.549 6
	

	观测数量
	1 132
	
	651
	
	481
	

	组数
	493
	
	277
	
	216
	


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3个样本组的组内拟合优度分别为0.207 8、0.199 7和0.232 7。对于全样本组，我们可以看到R&D对于CSR是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这就验证了H1，表明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讲，企业进行R&D投资有助于提升其社会责任表现；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R&D对于CSR同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R&D对于CSR的影响显著性比民营企业稍低一些（p<0.05），这与H4是相符的。

为检验我们所选择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否合理，我们进行了Hausman检验。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检验结果分别为：P>chi2= 0.0000，P>chi2=0.0000，P>chi2=0.0004，因此表明随机效应模型的基本假定得不到满足，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是合理的。

6  结论分析与讨论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总结了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实证证明了R&D对CSR有正向的作用关系，并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这种效应上的差异。在我国，鲜有学者研究CSR与R&D之间的关系，而本文的研究正是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补充。

本文对于企业管理价值在于：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企业是否可以通过研发投入来提升自身的CSR。对企业的管理借鉴有：当公司发展其CSR战略时，公司需要将他们的R&D行为考虑在内，因为流程和产品创新有可能会包含到CSR行为中，因此，创新型公司应当在他们的R&D投入中识别与CSR有关的机会，这可以使公司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并且决定是否采取其他的CSR行为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资源基础观理论告诉我们，当企业能利用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或声誉时，企业将会获得一种稀缺的、不可复制的、有价值的竞争性优势，这种优势能够使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自身与其他企业明显的区分开来，并获得长期的良好的财务表现。因此，本文的结果支持企业在R&D投入中将公司本身的CSR考虑在内，更好地利用R&D产生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但是本文的第二个结论证明了企业所有制会使得R&D对CSR的作用产生差异。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其影响非常显著，而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性比民营企业要弱。国有企业的CSR行为更多的是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执行一些政策或社会福利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与企业本身的创新性关联较小，而民营企业较少受到政府干预，社会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没有像国有企业那么高，民营企业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国有企业更大，而且很多证据表明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可能更高。因此，在相同条件下民营企业根据R&D投入所创造的社会效益要比国有企业高，从而其R&D对CSR的影响要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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